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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新乳癌女性患者參與醫病共享

決策程度及相關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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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臨床上醫病共享決策的推廣與實踐，提供重要的參

考。（澄清醫護管理雜誌 2023；19（1）：2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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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現代醫療技術的進步，克服了許多疾病所帶

來的威脅、並延長了人類的壽命。然而，治療的抉

擇並沒有因為醫護技術的進步而變得更簡化及更有

把握，反而因為治療方法的多樣化，讓患者更難做

出決策。其實，醫療決策過程就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課題，因為決策的過程對患者本人及家庭與親友而

言，都會因為各種不確定性而形成巨大的挑戰，而

決策的結果更會直接影響到病人的身心健康、甚至

是生死關鍵。

根據衛生福利部最新 2020 年底的癌症登記

報告 [1] 顯示，在 2018 年新診斷的乳癌病例高達

13,252 人，相當於每天超過 40 位婦女被診斷出罹

患乳癌，位居我國女性癌症發生率之首。由於在醫

療決策的過程中，乳癌患者所面臨的是一連串複雜

且重要的決定，而且每個階段對患者而言，都是個

生理與心理的煎熬 [2]。從最初期的病理檢查、乳

房攝影、切片檢查、手術與否、全部切除或是局部

切除？再來，對於二期和三期乳癌患者，是否併用

化學治療、放射線治療或是荷爾蒙治療？或是因腫

瘤部位、大小和腋下淋巴結轉移顆數的不同，而需

要標靶治療或免疫治療？這樣一直到預後的過程

摘要 

目的

長久以來，醫病雙方共同達成滿意且有品質的

醫療決策，就是一個令人期待的重要目標。本研

究欲瞭解剛被診斷為乳癌的女性患者在醫療決策

中，是扮演主動或被動的角色及患者本身所參與

的程度，並探討在醫病共享決策（Shared Decision 
Making, SDM）中，影響患者參與醫療決策的主要
原因。

方法

研究對象為患有乳癌的台灣女性，填寫問卷當

時以不超過其被診斷出乳癌的第 60天為限。本文
以質性與量化的混合型方法來分析問卷，採用「控

制偏好量表」來評估受訪者參與醫療決策的程度。

最後，本研究針對其中六人進行深度訪談，以瞭解

影響患者決策模式的可能原因。

結果

接受問卷調查填寫者共包括 111名女性乳癌患
者。對於醫療決策中選擇主動、合作和被動角色者

的比例分別為 26.1％、44.2％和 29.7％，而其中涉
及了醫師與患者雙方都有共同參與的合作型 SDM
共有 78.4％。另外，患者主要是信任醫師的專業而
傾向被動角色，而選擇主動參與醫療決策的主因則

是時間是否足夠與患者個人特質。

結論

多數受訪者在醫療決策中傾向選擇與醫師討論後

再共同作決定，因此將 SDM導入在乳癌醫療決策的
過程是個非常可行且樂觀的方向。研究結果除了對乳

癌患者之醫療決策模式能有進一步的瞭解之外，並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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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種種的不確定性時常困擾著當事者 [3]。

當一般女性剛得知自己被診斷患有乳癌時，

就會開始面臨生命受到威脅之下常會有的憤怒、悲

傷、焦慮、恐懼、拒絕或憂鬱等情緒問題；而在

面對大量的醫療資訊或是家屬親人的意見之下，要

當事者冷靜且清楚地做出攸關自己生命及生活品質

的重大決策，實在是一個很大的難題 [4]。另一方

面，根據一項以義大利米蘭癌症中心個案進行了長

達二十年的追蹤研究 [5] 顯示，當女性患者在考慮

乳房的保留與衡量存活率之際，特別容易產生疾病

治療的選擇困難。這時醫護端若能有效地與病人溝

通、提供有用的資訊，並搭配病患個人的價值觀，

協助其作出符合偏好的醫療選擇，相信醫病關係也

會明顯提升。

而在台灣，乳癌已是婦女健康的頭號大敵；

特別是剛被診斷為乳癌的女性患者，開始承受著巨

大的心理壓力與痛楚，接著必須經歷一連串關係重

大、刻骨銘心的醫療決策過程。本研究的主要目的

是想瞭解剛被診斷為乳癌的女性患者在醫療決策中

所扮演的角色，是比較傾向自己作決定呢？還是交

由醫師全權決定、抑或是與醫師共同進行決定？另

外，本研究藉由深度的面對面訪談，嘗試發掘影響

台灣乳癌患者在醫療決策中參與偏好的可能原因。

研究的結果可以提供專業人士或醫療服務單位在推

行醫病雙方共同參與決策的應用參考，盼能提昇台

灣的乳癌病患在經歷醫療決策整個過程的滿意度。

文獻探討

早期就醫模式幾乎都由醫師主導專業，時常

直接決定病人的治療方式、而較少與患者討論其

他可能的治療選擇。但在醫病資訊不對等的情況

下，若是病患從其他管道得知有不同的選擇、或

是治療中有負面的體驗，就容易產生醫病關係的

緊張、甚至醫療糾紛 [6]。同樣，消費者至上潮流

加乘患者自主權的抬頭，社會上不斷地有人倡導

著讓病患參與醫療決策過程即是一種美德 [7]。而

為了促進醫病相互尊重與溝通、達成較理想的醫

療決策品質，美國早於 1982 年以病人為照護中心

的共同福祉中就提出了「醫病共享決策」（Shared 

Decision Making, SDM）這個概念 [8]。所謂的共享

決策，是指患者與醫生在醫療選擇的過程中都有著

不同程度的參與。事實上，SDM 是一個合作的過

程，是讓醫療人員和病人在進行醫療決策前、雙方

可以進行溝通，並能夠共享運用於醫學上的實證結

果。SDM 在歐美國家已推行多年且有很多正面的

實證例子：例如，Gustafson（2017）在其研究中發

現在應用 SDM 的模式下，可以降低病人醫療過程

中的不確定性、並釐清患者的價值觀與提升決策的

品質 [9]。另外，Kashaf & McGill（2015）在對 SDM

與癌症患者生活品質相關性的系統性回顧研究中，

證實了患者參與醫療決策的程度與其生活品質是呈

現正相關的 [10]。而 Lee & Emanuel（2013）則是舉

證說明 SDM 可以提升照護品質、同時也能降低醫

療成本 [11]，並呼籲美國當局應重視 SDM 的推行。

而這幾年，台灣衛生福利部透過醫病共享平

台、持續推動 SDM 模式的實踐，也已逐漸獲得醫

護人員和民眾的許多正面回響 [12]。透過醫病共享

決策來減少對疾病治療的誤解或不當期待，相對

地也可以減少病人的醫療挫折。因為共享決策是以

病人為中心的臨床醫療執行過程，兼具知識、溝通

和尊重此三元素，目的是讓醫療人員和病人在進

行醫療決策前，能夠共同享有現有的實證醫療結

果 [13]。另外，以臺北市某區域教學醫院為例，因

為採用了 SDM 而提高了病患的整體滿意度 [14]；

因為藉由 SDM，患者感覺在醫療知識的獲得較為

方便，在接受治療時較受到尊重，也因此可以改善

生病的焦慮程度。對於特定的醫學專科，共享決策

曾被應用於末期腎臟疾病患者找尋替代療法的折

衝 [15]；而另外一項研究則發現：SDM 可以幫助

骨科病患減少就診次數、增進病患醫療知識，進而

提升骨科病患整體的就醫滿意度 [16]。

至於 SDM 應用於乳癌相關的近期文獻裡，有

探討醫病共享決策中家庭參與的角色 [17]；從居住

在美國紐約大都會地區、患有乳癌的 123 位亞裔美

國婦女的樣本研究中發現：特別在早期的治療階段

中，家庭支持與關懷是經歷 SDM 過程的重要因素。

而在與 20 位已經完成前置輔助（Neo-Adjuvant）性

化學治療的婦女進行訪談後發現 [18]：對於醫療決

策的關鍵時間點來說，提供醫療資訊和家人的支持

仍是最有幫助的資源。另外，以美國中西部七個

州共 225 位罹患乳癌婦女為樣本的 SDM 研究中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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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 [19]：在選擇乳房全切除手術的人數比例上，各

州已經育養小孩的婦女都高於尚未生養小孩的女

性，其比值的平均約為 3.09 倍；而在選擇術後化

學治療的人數比率上，有無生育小孩經驗的兩個

組別、並無明顯的差異。轉至台灣在乳癌 SDM 的

最近研究 [20]，則是透過美國衛生保健研究與品質

機構（Agency for Healthcare Research and Quality）

提出的醫病合作模式，論述醫病共享決策應用於

早期女性乳癌治療之選擇（包含乳房全切除或是

乳房保留的手術），並強調最佳的治療選項是取

決於病人的價值觀與偏好。然而，目前文獻上並

未見有如本文的主題，探討初診乳癌的台灣女性

在醫療決策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參與的程度，並親

訪個案探討在 SDM 中影響患者參與醫療決策的主

要原因。

研究方法

這項研究是長庚大學和長庚紀念醫院的合作

計畫案，並通過長庚醫療財團法人之人體試驗倫理

委員會（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 IRB）審核通過

並核定 IRB 之編號為：105-3520C。

一、研究對象與資料收集

本研究執行問卷調查的日期為 2016 年二月到

2018 年六月，執行的地點是在長庚紀念醫院的台

北院區與林口總院，問卷調查的執行需要配合合作

醫師的門診時間及其對應的衛教時段。本研究為求

參與問卷的受訪者能夠貼近反映當時決策的真實情

況，因此收案對象設定為女性患者剛被診斷出乳癌

與填寫問卷時之間隔期間不超過 60 天為限；收案

對象必須先有參與意願，可以閱讀和理解題意，並

要能回答問題範例。另外，本研究收件樣本數因同

時受限於醫院規定、倫理考量及計畫的規模，業已

盡力提高可能的樣本數。

問卷的發放是由研究助理在護理人員的協助

下來進行，首先由護理人員說明此研究目的，詢

問患者是否有意願參與此研究。若患者聽完研究

的注意事項、流程與目的後有意願參與此研究，

之後會由研究助理向參與研究計劃受訪者說明這

份受訪者同意書的內容與回答任何疑問，給予受

訪者充分時間考慮，並會請參與者徹底閱讀這份

受訪者同意書。若無任何問題則將此人納入此計

劃的研究對象；反之，若受訪者有任何一絲不願

意或意願不高的情況下，則絕無勉強說服的行為，

並會告知她參加與否都不會影響到她在整個醫療

過程中的任何權益。

另外，在受訪過程中，若有受訪者感到任何

的不適，將會立即中止問卷或訪談，有任何問題也

可隨時連絡計劃負責人員或相關工作人員，以提供

必要之協助。而除了透過問卷蒐集受訪者決策模式

資料外，本研究也深度訪談了其中六人以瞭解其影

響決策模式的原因。

二、測量量表

本研究是採用 Degner et al.（1997）建立的控制

偏好量表（Control Preference Scale, CPS）[21] 做為

評估病患參與醫療決策程度之測量工具；事實上，

已經有不少文獻採用 CPS 這個測量工具於醫療決

策的研究，其應用的對象包括了情緒障礙 [22]、癌

末患者 [23]、結直腸癌篩檢 [24]…等各種不同醫學

專科。

在這 CPS 量表中有五個選項以英文字母編號

A 到 E，當事者參與決定的程度從（A）：自己個

人做出治療決定；（B）：聽過醫生的建議後再做

最後醫療上的選擇，到（C）：與醫生共同做出決

定；（D）：醫生仔細考慮過我的意見後、幫我做

有關醫療的選擇，再到（E）：完全交由醫生做出

決定。其中，Degner et al.（1997）歸類選擇（A）

或（B）為主動模式（Active Role），而（C）屬合

作模式（Collaborative Role）。最後，（D）或（E）

則為被動模式（Passive Role）。而根據共享決策程

度的定義，本研究是將選擇（B）、（C）或是（D）

模式的受訪者歸類於 SDM 的參與者，因為在這三

個決策模式中均包含有患者與醫生對於醫療選擇上

不同程度的參與。

結果

一、基本人口學特性

受訪者總數為 111 人，年齡範圍從 22 至 85 歲，

其平均數與中位數皆為 55 歲。患者診斷患有乳癌

當日距離本研究調查日期的時間平均值為 20.9 天，

而中位數是 19.0 天。就教育程度而言，67.5％的受

訪者具有高中及以上的學歷。76.7％的受訪者癌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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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受訪者之相關基本資料

年齡

平均值 
標準差

中位數

全距

診斷日至問卷日之天數

平均值 
標準差

中位數

全距

教育程度

國小

國中

高中

大學（含）以上

乳癌分期

早期（零期、一期、二期）

晚期（三期、四期）

家庭年均收入（新台幣）40萬以下

40 萬 <=$<80 萬
80 萬 <=$<120 萬
120 萬 <=$<160 萬
160 萬以上 <=$

基本資料

55.0
12.1
55.0
22-85

20.9
14.3
19.0
1-59

24（21.6）
12（10.8）
40（36.1）
35（31.5）

84（75.7）
27（24.3）
32（28.8）
40（36.0）
22（19.8）
 6（  5.4）
11（  9.9）

人數（百分比）

期別為早期；84.7％的家庭年收入在 120 萬新台幣

以下。各項數據，詳見表一。

二、決策模式

表二列出了接受問卷調查的 111 位乳癌患者在

各自醫療決策中的參與程度。較多數（44.2％）乳

癌患者選擇了「（C）與醫生一起討論過後，選擇

一項對我最好的醫療」的合作模式，極少數（1.8％）

的人是選擇「（A）自己個人做出治療決定」，而

有 19.8％的問卷受試者則是「（E）完全交由醫生

做出決定」。另外，SDM 的重要性也明顯地表現

出來，因為即使在主動型與被動型的問卷受查者當

中，分別有（B）項 24.3％與（D）項 9.9％的人將

表二 乳癌患者在醫療決策的參與程度 

A.我比較偏好自己做醫療上的選擇

B.我比較偏好聽過醫生的建議後再做最後醫療上的選擇

C.我比較偏好和醫生一起討論過後，選擇一項對我最好的醫療選擇

D.我比較偏好醫生仔細考慮過我的意見後，幫我做有關醫療的選擇

E.我比較偏好將所有有關醫療上的選擇交給醫生

參與決策的程度

2

27

49

11

22

 1.8
24.3
44.2
 9.9
19.8

主動型（26.1）

合作型（44.2）

被動型（29.7）

78.4％

人數 百分比（％） 類型（百分比（％） 共享決策

醫生建議納入考量，加上合作型即共有 78.4％的患

者進行了不同參與程度的醫病共享決策。 

三、訪談內容

為進一步了解影響乳癌患者醫療決策可能的原

因，我們訪問了六名受試者，以下是訪談的摘要。

（一）受訪者較傾向被動的角色訪談的摘要

1.「我相信醫師的專業。」

2.「當我由電話聽到這個壞消息時，我感到很困惑。

我聽過醫生的建議，但我無法記住和消化這些信

息。」

3.「我感到困惑，訊息太多，我感到不知所措，只

是不知道如何進行。」

4.「我與醫生、醫務人員之間沒有足夠的溝通。」

5.「我想花更多時間與醫生合作，並傾向於將決定

權留給醫生，因為我認為他們更專業。」

6.「當時我非常脆弱，所以我讓醫生做出治療決

定。」

7.「面對醫生對我來說既困難又害羞，所以我只想

盡可能縮短與醫生相處的時間。」

（二）受訪者較傾向主動的角色訪談的摘要

1.「我想我自己可以來做決定，我想花時間仔細考

慮選項並與我的外科醫生討論。」

2.「因為這是我的身體，我想自己來做決定。」

3.「如果有時間，我喜歡更多地參與決策，然後我

可以收集更多信息。」

4.「在第一位醫生建議我需要化療後，但我的想法

不同，因此我想要尋求第二意見。」

5.「我和我的醫生溝通不順暢，我希望醫院裡有一

個我可以詳細說明的人。」

（三）受訪者較傾向合作的角色訪談的摘要

1.「我希望我的醫生對我的治療做出最終決定，但

會認真考慮我的意見。」

2.「當震驚消退後，我感到有點緊張但又很平靜，

B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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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認為醫生和我可以共同做出決定。」

3.「多點人參與決定應該比較好吧！」

由上述的訪談摘要中，整理決策相關原因可

以歸納於下：

（1）當受訪者傾向於被動醫療決策最大的原因是

信任醫師的專業；其他原因包括缺乏時間收

集及消化疾病相關資訊、疾病相關健康識能

的不足與醫療人員之間溝通的情形及受訪者

當時的心理狀況。

（2）採主動方式的乳癌患者其原因與被動方式非

常相似，但方向不同。從訪談內容來看，如

果有時間來收集和消化信息、並調整自己的

心理狀態，受訪者是頗有意願參與共同的醫

療決策；所以，除了視時間足夠與否、其他

因素則是受訪者的特質和自主感受。

（3）最後，對於那些希望可以跟醫師一起來合作，

共同在醫療決策中發揮作用的人而言，醫生

的專業和患者的自主權之間的平衡是主要的

原因，因此雙方可以共同討論並對治療方法

的選擇達成共識。

討論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在於探討：剛被診斷為乳

癌的女性患者在醫療決策中所扮演的角色，並試

圖瞭解哪些是影響乳癌患者進行醫療決策的主要原

因。研究結果發現：在醫療決策的參與程度上，較

多數（約 44％）乳癌患者是傾向與醫師共同討論

後再作決定的合作模式，而相對非常少數的女性患

者才是選擇完全自己作決定或是全部交由醫師。另

外，除了選擇完全主動或是完全被動的患者之外，

其餘總共有超過七成的乳癌患者在進行醫療決策

中，都會有醫師或專業醫療人員不同程度的參與。

這個數據呼應了近期的研究 [25]，發現病患偏好在

醫療決策過程中扮演較為主動的一方，而且有越來

越多的趨勢。

事實上，本文的量化比率結論也可在其他疾病

的醫療決策中看見。在一項對剛診斷為攝護腺癌的

患者進行有關醫療決策患者參與程度之研究 [26]，

van Stam 等人發現：在 454 位受訪者當中有高達

87％的人積極參與醫療決策，且有 17％的受訪者

反映其參與程度仍未達自己原有的預期。而在另一

項有關大腸癌篩檢患者對共享決策期待與實際感受

的研究中則發現：原有 70％的受訪者傾向共享決

策的模式，但最後卻僅有 47％受訪者反映真有感

受參與共享決策的過程 [24]。以上的兩個代表結果

與本文相同地呈現了：大多數的患者期待能在醫病

共享決策中多一些的參與，甚至是扮演主動積極的

角色。

另外，本文質性訪談的結論也可助於臨床醫病

共享決策的推廣，而主要的關鍵則是在兩個面向：

一、搭配專責護理人員擔任醫病之間的溝通窗口；

二、醫師能多給些時間、協助引導病患個人的醫療

喜好。因為藉由個案的深度訪談得知，只要能給予

乳癌患者精神上的開導、撫慰，讓她們的心情較為

平復、並用充分時間獲取想要及需要的資訊，進而

轉換成有用知識之後，醫病之間的對話才會變得有

意義。因此，若能有專責護理人員擔任醫病之間的

窗口，不僅可以減輕醫師的額外負擔，更能提升醫

病溝通的效果。而在醫療的這一端，受訪者絕大多

數是相信醫師專業並信任他們的建議，卻常會困擾

於過多的資訊而不知所措。因此，若能有醫師願意

多花時間與患者溝通、協助篩選必要的醫療資訊，

並能依患者個人價值觀、引導找出其所偏好的治療

選擇，這樣達成的醫病共享決策將會較臻完善。

總之，醫病共享決策（SDM）對於病患及醫

療人員彼此兩端，都是頗為重要的溝通過程，所

以 SDM 在整個乳癌的醫療過程中至為關鍵，也非

常值得將之導入。而這樣的 SDM 過程，可以促進

醫病之間良好的互動，讓患者感受到被尊重，因而

較能放心地接受治療；同時，也因患者增加了醫療

決策過程中的參與程度，醫病關係得以促進，整個

醫療品質更因 SDM 的有效執行而獲得提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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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rposes

It has long been an important and anticipated goal for both physicians and patients to 
reach satisfactory and high-quality medical decisions. The objective of this study was to 
understand whether female patients newly diagnosed with breast cancer played an active or 
passive role in medical decision-making. Additionally, the extent of their involvement and 
the main factors influencing patients' involvement in shared decision-making (SDM) were 
explored. 

Methods
The participants were Taiwanese women who completed the study questionnaire 

within 60 days of their breast cancer diagnoses. Responses to the questionnaire were 
analyzed qualitatively and quantitatively using a mixed method approach. Further, 
the Control Preferences Scale (CPS) was adopted to assess the respondents’ degree of 
involvement in medical decision-making. In-depth interviews were conducted with six of 
the respondents to understand the possible reasons for patients’ decision-making patterns. 

Results
A total of 111 female breast cancer patients participated in the survey. The proportions 

of respondents who chose active, collaborative, and passive roles in medical decision-
making were 26.1%, 44.2%, and 29.7%, respectively. Among those interviewed, 78.4% 
collaborated in SDM involving both physicians and patients. Patients who tended to be 
passive in terms of SDM were so inclined mainly because of their trust in their physicians’ 
professionalism. Those who chose to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medical decision-making did 
so when they felt there was adequate time. Their personal characteristics were also factors 
influencing their participation.

Conclusions
Most respondents tended to discuss treatment options with their physicians before 

engaging in collaborative medical decision-making. Therefore, the incorporation of SDM 
into the breast cancer medical decision-making process is a highly feasible and optimistic 
approach. In addition to fostering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medical decision-making 
model for breast cancer patients,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also provide an important 
reference for the promotion and practice of SDM between physicians and patients in 
clinical practice. (Cheng Ching Medical Journal 2023; 19(1): 22-28)


